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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新中国方志学术７０年 ①

潘捷军

　　提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事业先后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志书编修

起步及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全面展开和第二轮修志质量水平稳步提升等多个阶段，相应学术研究

也伴随上述各时期逐步发展，日趋繁荣。从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未来展望等不同角度系统梳理这段历史，既

对总结７０年的发展经验富有价值，同时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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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自古以来，方志编修传统在全国各地得以传承弘

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的志书编修工作进入了发展新时期，方志学术研究也逐步得以

发展繁荣。系统梳理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总结７０年的发展经验，而且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特
别是对指导引领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

一　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方志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过程基本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艰辛探索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方志学基本伴随着志书编纂实践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志书直到宋代才

基本定型，因而学界也认为，“从魏晋以来，直至清以前的漫长的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方志的

编修实践活动是有显著成绩的，数量的积累也很丰富；但方志学理论则处于一种萌芽、酝酿的过

程中”①，即便 “宋元时期是我国方志草创和逐步形成的阶段……这样的阶段，比较难于产生关

于方志的理论。迄今也还没有查到宋元时期有关方志系统理论的重要专题著作”②。其后虽经清

代、民国时期有所发展，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方志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还不相适应，总体质量水

平也显偏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１９５０年四川编修 《新修铜梁县志》等为标志，方志编修传统在

全国一些地区得以传承延续。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至１９５５年这段时期，方志学的发
展总体上处于比较冷寂的局面”③。１９５６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 （后转入

中国科学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对推动地方志事

业包括科研工作意义重大。此后，方志学研究渐趋活跃，当时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及成果大多也始

于１９５６年，按发表及出版时间顺序，主要有金毓黻 《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傅振伦 《整理旧

方志和编辑新方志问题》、吕振羽 《一封关于地方历史研究的书信》、王重民 《中国的地方志》、

陈正祥 《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等。特别是朱士嘉于１９５７年出版的 《中国地方志综录》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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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部方志联合目录，洪焕椿１９５８年出版的 《浙江地方志考录》系国内第一部地区方志研究

之作，而张国淦１９６２年出版的 《中国古方志考》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等

等。这些 “第一”不仅对新中国方志学术的起步具有标志性意义，甚至对整个７０年都具有重要
价值。因此，这些 “发展早期带有开创性质的探索研究，尽管有些尚不够深入，甚至略显粗浅，

但是却对现代方志学的初期发展起着开启与促进的积极作用”①。

但这一时期全国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又对地方志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干扰。如

１９５８年３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提出了历史研究的 “厚今薄古”观，以至当时 《中国科

学院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也作了 “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的明确规定，并

对工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② 同时，当时志书编修本身也未成气候。据１９６０年统计，全国
共有２０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５３０多个县修志，虽有一批志稿问世，但正式出版的各类
志书加起来也不过几十种。同时学术研究也未广泛展开，更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据统计，１９５６—
１９６６年１０年间，全国发表的方志学论文年均不到７篇。也正因如此，当时方志学术领域中很多
问题并未理清，类似 “地方志就是地方史”③ 的认识在当时十分普遍。关键在于这一阶段 “尚

未充分认识志书的性质，主要表现于尚未充分认识 ‘史’与 ‘志’的区别。有些认为地方志就

是地方史，故不少志书是以史体写成，不能说是体例完善的志书；又由于受当时 ‘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影响，内容上也存在偏颇”④。“这个局面持续至１９６４年左右，便因种种政治运动的开
展，出现回落不振之势，拖延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受随之降临的 ‘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骤然逆

转，戛然止息。”⑤

（二）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的实践与发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原已具有一定影响的方志名家即开始了新时期的学术
探索。如傅振伦１９７８年出版了 《中国方志学》（增订本），朱士嘉１９７９年发表了 《中国地方志

浅说》等，并迅即引起关注。而１９８１年７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
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和所编辑出版的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方志学术

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是，针对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国方志事

业的断层现象，前期一般先从学科知识普及和理论宣传入手，参与者主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以及民国时期就具有一定影响的史志学者。仅１９８３年一年出版的综合性专著，就有刘
光禄 《中国方志学概要》、林衍经 《方志史话》、来新夏主编 《方志学概论》、洪焕椿 《浙江文

献丛考》、黄苇 《方志论集》、陈桥驿 《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等，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后方志

学术研究的生机勃发和一代方志人的事业激情。特别这一时期还有多位名家主持编著了一批综

合性工具书，如１９８６年黄苇主编的 《中国地方志辞典》和１９８８年来新夏主编的 《中国地方志

综览 （１９４９—１９８７）》等，恰如 “久旱之干霖”，对当时方志学术研究的起步起到了积极的助

推作用。这一阶段后期，由于各地第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迫切需要学术加以指导

引领，客观上时代已培养造就了一批方志学者，相应成果也如 “井喷”式涌现。据不完全统

计，到２１世纪初第二轮修志开始时，全国地方志系统已出版各类专著５７７部，论文数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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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第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起到了直接的助推作用，也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产生了积极影

响和引领作用。

当然，作为对上一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新时期的过渡初创期，由于这一阶段修志实践与学术

研究实际是共同起步，再加之因受 “文化大革命”等影响而导致的历史准备和人才储备不足，

不仅很多研究具有普及宣传色彩，而且相当一批方志工作者实际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土专

家”和退而未休的老人，他们既非科班出身，也未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大都凭着对传统文化

和方志事业的满腔热情而忘我投入，客观上也不乏 “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因而总体上

看，这一时期 “方志学理论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未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志学体系，对

于总结旧志和创编新志都缺乏应有的学术理论加以指导。因此，建立新的方志学体系将是今后

研究工作的重点”①。这无疑为下一步方志学术研究点明了发展方向，客观上也开辟了新的空间

和舞台。

（三）新世纪以来第二轮修志的成就与创新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修志是全国各地编修志书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全面恢复发展

期，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涉及广度和理论深度，还是宣传力度

和影响程度，都大大超过前期。具体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是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的方志事业普遍处于快速

发展期，客观上使方志学术研究伴随修志实践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也具有学术活动多、平台载体

广、宣传声势大等特点。如历届全国性的地方志学术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新方志论坛”以

及各种区域性、专业性的学术研讨会、论坛，通过高校、科研院所举办的相关专业和各种培训，

创办各类学术期刊，等等。各种活动及平台恰如雨后春笋般方兴未艾，从而使方志学术研究和学

科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是与第一轮修志显著不同的是，由于一轮实践既产生了大批问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培

养了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大批人才，同时客观上两轮修志两个阶段本来就不是一种截然割断的关

系，而是具有承前启后的密切联系，因而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可谓借梯登高，顺势而为，

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相应研究也更精准，成果更有深度。

三是伴随志鉴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的全国方志事业发展大格局，学术研究涉及面更

广，不仅集中在修志编鉴这些传统领域，而且在信息化、方志馆建设等新兴领域中全面开花，相

应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全面发展繁荣的格局。

这期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历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以下简称 “中指组”）及其办公室高

度重视，并在全国方志学术研究指导引领和总结提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２００６年，由秦其
明主编、于伟平总纂的 《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一书，对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始至２００３年的专著
提要、个人论文集提要和集体论文集提要等涉及方志学术研究３种形式的成果进行了概括性介
绍。２０１３年，中指组又从１１９０多篇论文中精选了６５９篇，编辑出版了总量达６００万字的 《〈中

国地方志〉优秀论文选编 （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方志学术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梳理介绍。近年来，中指组每年组织编辑出版 《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方志发展报告》等各

种综合性文献，这一系列成果无疑既是新时期全国方志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志，也是事业发展取得

辉煌成就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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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术成就纵览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７０年十分短暂，甚至坎坷曲折，很不平凡。但７０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多年来，全国方志学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无疑已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一）成果类型及涉及范围

从７０年发展过程看，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研究涉及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１综合性研究：即从宏观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整体性研究。这些研究或侧重于普及宣传，

或侧重于整体纵揽，形式和质量水准也由当初的略显单薄而日趋厚重。如金毓黻１９５６年发表于
《新建设》的 《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虽为论文形式，却从新方志的编纂重点 （市县）、记述

方法 （排比铺陈）、门类设置 （共２０类，与今志基本相同）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也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方志学成果之一，因而具有启蒙式的开创性价值。又如改革开放

初的１９７９年，朱士嘉的 《中国地方志浅说》，对地方志的起源、发展、特征、价值等基本问题

进行了概括性阐述。傅振伦的 《中国方志学》分别于１９８１年在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连载和出

版后，对新时期的方志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２方志发展史研究：这一研究涉及面较广，既包括整个方志发展史的纵揽式研究，也包括
横向对各对历史时期的专题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和历代著名方家个人研究等。例如，早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初，王重民就曾将地方志的发展划分为４个阶段：区域志 （公元前４世纪—公元１世
纪）、地记 （１世纪—６世纪）、图经 （６世纪—１２世纪）和方志 （１２世纪—２０世纪）。① 尽管这
一划分后来并未形成共识，但在早期却具有难能可贵的启发意义和导向价值。另外按各方面专题

分类：

从宏观层面研究整个发展过程的，专著有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林衍经 《方志史话》、

彭静中 《中国方志简史》、吕志毅 《方志学史》、刘纬毅 《中国方志史》、卫家雄 《方志史话》、

诸葛计 《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沈松平 《方志发展史》；论文有美国学者程洪的 《地方志体裁

的演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宏观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和潘捷军的 《从 “史 ‘志’”到 “方

‘志’”》等。

研究特定时期或区域性专题的，有王毓蔺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桂始馨 《南宋方志编纂

学浅析》、邸富生 《试论元代志书的纂修与方志理论》和赵心愚 《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

的地位》，胡惠秋 《明代方志简论》和刘永强 《明代方志编修理论探析》，刘光禄 《清代编修方

志概述》和郭松义 《清代地方志的纂修》，许卫平 《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付贵九 《民

国时期纂修方志考略》和廖晓晴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王芳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地方志

编修概况》，以及朱敏彦 《民国时期上海方志编纂述略》、李志庭 《李吉甫与 〈元和郡县志〉》，

等等。

研究历代方志学人的，仅从对近现代著名方志学家的研究看，就有仓修良及中国 （浙江）

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等团队长期从事并以 《章学诚和 〈文史通义〉》《章学诚评传》《章学诚研

究概览》等为代表的章学诚史志学说专题研究，有褚赣生 《李绂方志理论研究》、陈旭 《试析戴

震方志思想》、王记录 《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邱新立 《李兆洛方志思想论》、毛

丽娟 《阮元的方志思想》、柳成栋 《张国淦与地方志》、牛润珍等 《地方志与陈垣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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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光明日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４日。



颜小忠 《黄炎培的方志实践与编纂理论》、薛艳伟 《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杨树高 《方

志大家方国瑜》、王成志 《朱士嘉先生的史志探索和成就》、张世民 《论史念海对中国地方志事

业的贡献》，等等，还有黄燕生、韩章训、杜锡建等涉及历代方志史和方家的系列研究等一大批

学术成果，从不同层面较为系统完整地梳理了千百年来中国方志史的发展历程。

３基础理论和编纂实践研究：这是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具体
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从国家一统志到乡镇村志等各级志书的纵向研究：有周勇进 《一词多义说 “通志”》、

杜锡建 《元、明、清 〈一统志〉比较研究》、王大文 《康雍乾初修 〈大清一统志〉纂修过程研

究》、谢皆刚 《浅述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等，有王复兴主编 《省志编纂学》、许还平等 《省志

编纂概论》等，有刘光禄等 《县志编修探微》、蒲宗亮 《县志编修系列研究》，还有邹涛 《２０世
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综述》、颜越虎 《当代中国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等等。

从国家一统志直到乡镇村志，从上到下每个层次都有涉及。特别因各行政层级志书的 “官书”

性质，因而其研究对各类志书以至整个事业发展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是对各类专业 （部门、行业）志书的横向研究：如黄勋拔 《论专业志》、于希贤 《新地理

志简论》和杜瑜 《如何编好新地理志》、张升 《卫所志初探》、陈时龙 《书院志述略》、梅森

《自然环境志编纂之历史演变》、曹刚华 《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

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等，充分展示了中国志书体系的卷帙浩繁和博大精深。

三是编纂理论和方法研究：这方面的成果相对更为丰富，仅内容甚至名称相关的专著就有

《方志编纂学》《实用方志编纂学》《新方志编纂学》等。另外代表性论文还有陈桥驿 《地方志

与索引》、陈泽泓 《方志定型说析论》、王晖 《新方志理论研究管窥》、苏炎灶 《志书质量控制

论》、韩锴 《论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等。在众多成果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以

下简称 “中指办”）组织编写并于２０１０年出版的 《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对全系统无疑既具有实

践指导引领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厚重度。

４各方面专题性研究：这是方志学术研究涉及面最广的部分。从目前全国方志事业志、鉴、
史、库、网、馆、刊、会、研、用等 “十业”发展格局看，即便把志书编纂研究归于上述 “基

础理论和编纂实践类”，那么其他各个方面也毫不逊色，同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例

如，按上述各业类别看，涉及地方史的有谭其骧 《浅谈地方史和地方志》、仓修良 《地方志与区

域史研究》、叶舟 《民国以来国内地方史研究综述》、胡锭波 《地方史：何为 “地方”与如何写

“史”》和武尚清 《日本学者论地方史志研究》等；涉及旧志开发利用的有朱士嘉的 《中国旧志

名家论选》、刘云军 《２０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出版综述》，魏桥、王志邦主编 《宋元浙江方志集

成》，鲍永军 《旧志整理述论》、南江涛 《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等；涉及年鉴编纂的有肖

东发等 《年鉴学概论》、唐剑平 《年鉴撰写与编辑》等；涉及库、网等信息化建设的有刘益龄

《地方志网站建设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基于全国省级方志网站的分析研究》、王芸等 《地方

志数字化模式与案例分析》、钱茂伟等 《中国方志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构想》、赵海良 《全国数字

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构想》等；涉及方志馆建设的有潘捷军等 《中国方志馆》、曾荣 《民国

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和桂始馨 《北宋九域图志所考》、杨军仕 《明代志局 （馆）浅议》、刘智

鹏 《建设香港方志馆的构想》等大批论文。

５方志学科建设研究。方志学虽总体上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但自古以来，学界对
学科建设的探索步伐从未停止。改革开放以来修志实践大量而迫切的需求，无形中也加快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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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较有代表性的有来新夏 《论方志科学》、于希贤 《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流派简论》、刘柏

修 《方志学学科体系构想》、牛润珍 《再论方志属性与方志学学科建设》、姚金祥 《方志学学科

体系研究浅说》、巴兆祥等 《中国地方志发展规律述略》、周慧 《论方志学术语及其规范》，等

等。其中２００４年邱新立 《方志学：它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文，对截至当时的方

志学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分析，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引

领意义。对方志学科建设的定位问题，“二十世纪后期方志学理论研究，发生新的路标转向，总

的趋势是脱离历史学而力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方向选择”①。在长

期研究探讨中逐步形成的共识是：“如果说方志学学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还
有许多人不认可的话，在如今说这个话，反对者不会很多了。”② 但对学科的具体定位和发展路

径又有不同意见。有的 “赞成方志的发展已使它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志学，成为历史学

科 （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但不赞成它脱离历史学科而存在”③；也有的建议应将方

志学从历史学科独立出来，尽快发展成为一级学科。而且从总体上看，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

的，将会不断地引起讨论，可能要经历一段相当长久的时期，也许要与这阶段的修志事业相

始终”④。

６事业发展和工作研究：由于地方志工作隶属于政府行政职能的特殊属性，因而对其
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事业发展同样是方志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随着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随着依法修志、依法治志进程力度的不断加快

和强化，这一现象及趋势更为明显。这方面，不仅有胡乔木、李铁映、曾三、王伟光、朱佳

木、李培林、高翔等历届中指组领导一系列指导全局工作的重要论述，也有针对性很强且有

深度的专题力作。如冀祥德２０１６年发表的 《论依法治志》一文，系在全国方志界率先倡导

此问题并进行详细论述论证的力作，对强化方志工作的行政职能和推进全国方志事业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又如中国 （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的 《全国地方志事业转型

升级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一文，则通过浙江 “方志事业全面发展县级示范单位”和

“十业十佳”等先进典型的评优评先实践，对新时期方志事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进行了积极

探索。

当然，上述６个方面只是一种相对划分。实际上很多研究并无严格边界，相反还具有很强的
交叉融合性，从而构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方志学研究体系。

（二）研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在７０年发展过程中，全国方志学术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１重大问题由异趋同。这是整个７０年学术探索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较为典型的如地方志

的性质问题。“方志性质是方志学全部理论的立足点，也是长期以来方志界争论最大的问题。”⑤

这其实也是事关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性条件。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史书说、地理

书说、百科全书说等各种论见，学界便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如傅振伦方志 “为记述一域地理

９“志”存高远：新中国方志学术７０年

①
②
③
④
⑤

梁耀武：《“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上海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页。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中国地方志协会秘书处：《中国地方志协会２００４年度学术年会纪要》，《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中国
地方志协会２００４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及史事之书”的观点，便是当时十分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见。其他各时期较能代表各方面

意见的，还有吕志毅 《方志属性研究》，梅森 《“折衷派”与 “记录地情的综合性文献”》，王晖

《什么是方志——— 〈方志百科全书〉 “方志”词条释义》，胡巧利 《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等

等。直到２００６年５月，随着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最高行政法规的形式，将志书定性为

“资料性文献”，尽管学术讨论仍未止息，但方志工作依法修志的行政属性终使这一问题在方志

界基本形成共识。为此，戴癉 《回顾与审思：１８世纪以来的地方志性质研究》和程方勇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方志性质问题研究概述》，都作了详细介绍分析。
２研究程度由浅入深。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由于方志学术的先天不足，这一现象尤为突

出。例如：

关于方志起源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既源远流长，又众说纷纭。如辛培林认为 “方志是从舆

地学即地理书演变而来”，赵鹏团 《略论戴震方志 “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也作

了相关分析；有的则从百科全书角度追溯方志之源；而更多的则倾向于从史志关系角度来考察方

志的起源问题。仅改革开放后，有影响的便有傅振伦 《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黄苇

《方志渊源考辩》，仓修良 《再论方志的起源》，吕志毅 《方志起源研究》，等等，总之此问题基

本伴随了两轮修志发展全过程。例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纪大椿等认为 《禹贡》 《山海经》是

“我国地方志的鼻祖”，但董一博明确指出 “《禹贡》 《山海经》都还不是地方志，只能是地理

书”①。又如，清代洪亮吉说过：“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人洪焕椿等也曾持此说。但谭其骧

便认为 《越绝书》“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仓修良也在 《光明日报》载文，对其方志性质

提出置疑。陈桥驿则认为，《越绝书》 “内容包罗极广，不能一律都作为方志看待”，但 《吴地

传》《地传》等篇，“作为我国最早的地方志，确是恰如其分的”②。因此，“古今学者对地方志

起源的看法尽管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源说，将地方志源头追溯至

古代某一种职官所掌管的某项事务，或溯源于某一本古书；另一类是多源说，认为地方志在形成

过程中，融汇多种文献内容、门类而成为一种综合型志书体例”③。发展到后期，史与志 “同源

异流”说渐成共识。

关于史志关系问题：史志关系研究历来是史志学界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在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方志学长期隶属于史学的一个三级分支学科，客观上成为探讨史志关

系的重要前置条件。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谭其骧的 《浅谈地方史和地方志》、史念海的

《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梁滨九的 《史志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林衍经的 《史志关系

论》，等等。从学界长期研究实际情况看，显然 “剪不断”似又 “理还乱”。早在 １９５９年，
《光明日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 《关于地方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但通篇讲的都是 ‘地

方志’的事，足见作者所持的地方志就是地方史，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观点”④。一直到改革开

放后，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仍未理清，更未形成共识。如朱士嘉认为史志有三个主要区别：一是史

纵志横，志先于史；二是国史一般无图，方志一般有图；三是方志一般有褒无贬，国史则有褒有

贬。此说当时即被来新夏认为 “这一区分并不完全正确”。谭其骧也认为 “方志就是一方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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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博：《试论中国地方志的发展》，《中国地方志》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参见 《浙江通志·地方志专志》之专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 《越绝书》”，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２５页。
牛润珍：《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中国方志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８３页。
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１３页。



的认识 “并不可取”。经过长期研讨，学界形成的一般共识是：“在 （史学）这个整体结构中，

自上而下地贯彻史学方法，自下而上地提供史料，州县方志乃是史学总体建设的基础。”① ２０１２
年，笔者的 《“史”“志”关系辨析》一文，对历年来的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两者关系的 “工”字图。即把 “⊥”视为 “方志编纂”，把上面的 “━”视为
“历史研究”，以此形象阐明两者 “志为史基”“史从志出”和 “志者史之积，史者志之成”的

辩证关系。②

值得关注的是，经过长期的编纂实践和学术探索，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术大家的意见，

如谭其骧的 “史以记载过去为主，志则以记载现在为主”，傅振伦的 “史记善恶，志重表扬”

等，经实践检验后都有了新的认识和定论。对此不必苛求前人，这恰恰是研究由浅入深和学术进

步的重要标志。

３涉及领域由点到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的一个新
的显著特征。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直到第二轮修志工作初期，研究多集中

于志书编修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学者和编纂方法研究等，除年鉴编纂等少数研究外，很

少再涉及其他领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随着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和 “一

业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事业格局的逐步确立，方志学术研究渐呈发散式辐射状态。

如笔者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方志馆研究”时就发现：早期除有与此略有关联的若

干史馆研究外，这一专题研究几乎处于空白。但改革开放后情况就发生了较大变化，仅以民

国上海通志馆研究为例，就有袁燮铭 《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陈鸿 《上海市通志馆的发

展变迁及其运作》、胡道静 《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和 《上海通志馆及上海通志稿》、陈

友乔 《柳亚子志鉴编纂实践的意义及启示———以上海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等；再以方志收

藏为例，就有对张元济、任凤苞、刘承等著名藏家多视角的大量研究等，从而把以往零散

单一的 “点”串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 “面”。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研究还逐渐呈现为由

表面向纵深透视、由平面向立体延伸和由分散向交互争鸣碰撞等多种方式，实际在面的广度

中又体现了研究的厚重度。

４学术视野由内而外。这是改革开放后方志学术所呈现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具体可分为三
个方面。一是众所周知，历代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批中国方志等珍贵的历史

文献流失海外，有的国内反已无存。因而通过各种方式把它们 “传回来”同样是学术研究的一

个重要视域。如１９９５年陈桥驿在北美访学期间，曾精心制作了一张西方有关国家图书馆对包括
方志在内的中国历史文献的收藏情况调查表，翔实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③ 这方面有影响的成

果，还有徐鹏 《七十年来海外收藏中国方志研究综述》、张英聘 《日本现存中国大陆缺、残明代

地方志考录》、巴兆祥 《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冼光位 《美国犹他州编修地方志 （史）及

中美地方志 （史）编修比较》、党斌 《韩国现存中国地方志及其特征》等。二是通过各种 “走

出去”方式宣传弘扬方志文化。仅２１世纪以来，中指组便在宁波、北京和长沙等地多次召开国
际性学术研讨会，同时还多次在国外举行中国方志文化研讨和宣介活动。三是还有一个值得关注

的现象，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文化形式，长期以来，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方志编纂及相应

研究，同样也是大陆内地和当地学界关注的热点，并发表 （出版）了一大批成果，包括张仲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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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乔治忠：《章学诚的史学总体观念》，《历史教学》１９８９年第７期。
参见潘捷军：《“史”“志”关系辨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参见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台湾的地方史志撰修及理论研究》、巴兆祥 《２０００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刘智鹏 《一国

两制下的香港修志》和林发钦 《多语交汇中澳门地方志编纂的史料整理与翻译》等。另外，近

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地方志的研究同样日趋走红，较有代表性的有 ［美国］戴思哲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ｎｎｉｓ）《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国西北地区地方志》、［韩国］金孝京 （ＫｉｍＨｙｏＫｙｏｕｎｇ）《韩国
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中国古籍概况及地方志》和森时彦 （日本）的 《新型地方志和新编地方

志》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本文并未涉及７０年来所有的重要成果。即使有些方志名家
的精品佳作，也因篇幅所限难以一一介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７０年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
贡献，同样更不会影响新中国方志学术７０年的辉煌成就。

三　主要经验、问题及未来展望
回溯新中国方志学术７０年发展历程，成就毋庸置疑，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也不可忽视。特别

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正处于第二轮向第三轮修志转型升级的关键机遇期，因此，总结经验，正视

问题，对推进今后的工作和事业发展至关重要。

总结起来，７０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方志学术发展经验丰富，弥足珍贵，其中最重
要的有几条：

一是始终与时代发展大局同命运共呼吸是学术发展的根本条件。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

中，无不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傅振伦就明确提出，除疆域沿

革、自然环境等内容仍可沿旧志体例外，其他内容应按原始社会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来分期分类编纂，从而率先就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例问题提出了十分鲜明的主张。

而且其鲜明的时代政治意识还不仅限于此，其他还有 《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方志的时代性》等力作。
薛艳伟为此在 《傅振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这与地方志工作的本质属

性是分不开的。即方志性质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由前所述的志书性质的问题，同时还

有一个工作属性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历代 “官书官修”基本呈主流主脉

态势。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学界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又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探讨，甚至细化到对地方志工作 “资政、存史、教化”三者功能排序的认识。如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就有人指出：地方志的三大功能 “不是三分天下，而是有主有从，资治是志书原生的，唯

一的或直接的功能，其他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甚至 “教育、存史也是为了资治”①。毛佩琦

也认为：“（方志）最根本的是资治作用，存史和教化都是为资治服务的。”② 这些提法自然可商

榷 （如陈泽泓的 《存史为修志之根本》即为一例），也不排除有的时期 （如 “文化大革命”期

间）政治运动对方志工作的过度干扰，但地方志高度的政治属性和行政职能却是各方共识。如

１９９６年国务院办公厅在有关文件中就明确：“各地应把地方志编纂工作列入政府议事议程”，“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应是地方政府直属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一级单位”。同时在长期实践中，全

国各地实际形成了 “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社会参与、众手成志”的事业格局，从而客观上把

方志工作从纯业务角度提到了更高站位。一定意义上，正因强化了 “资政”功能，才使新时期

方志的 “官书”地位和政府行政职能不仅继续得以确立，而且通过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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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地方志协会一九八六年学术年会纪要》，《中国地方志》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毛佩琦：《方志资治，一个伟大的传统》， 《首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 （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等法规文件和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的行政手
段，不断得以强化完善，这是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志事业得以迅速健康发展的最为重

要的原因。由此不仅可见方志学术对新中国整个方志事业的重要推动作用，其实反过来方志工作

的这一定位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二是遵循学术专业规律是学科规范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学科归属始终是影响以至制约

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史志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

多层次、多领域、多学科的认真探讨。一方面，鉴于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①，

同时也鉴于史学与方志学历史形成的密切联系，因此长期以来的方志学术始终以中国史学为主体

依托，即在史学主体框架内并遵循其基本规律开展研究。林衍经于改革开放初即言明：“方志既

属于历史学范围，方志学之具有历史学性质，自不待言。”② 但另一方面，方志学并未完全机械

地依赖于史学而无所作为，而是注重借鉴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甚至国外学科的有益经

验，并善于运用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的方法手段，积极致力于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符合自身发

展规律的学科。

三是紧密联系修志等实际工作是方志学始终具有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总体上看，地方志既

是一门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学科，更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项事业和行政工作。因此，方志学不是

“冷学”“玄学”，方志学研究更不能在 “空穴来风”中构建 “空中楼阁”，必须紧密结合修志等

实际工作。客观上从古到今，志书的门类内容、体例框架和编纂方法都已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了

很大变化，方志学研究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与之适应，这同样是方志学７０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四是注重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风建设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生存基础。历代以来，方

志编纂 “述而不论”“存真求实”的传统法则和时代理念，对历代方志人都潜移默化地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并有助于营造一个百家争鸣的现实环境。如改革开放后，在方志性质等一些重大

问题的研讨过程中，尽管胡乔木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便有 “严肃、科学的资料书” “实用性文

献”“科学的资料著述”等论述，但并未影响各方对此问题的各抒己见。如温益群的 《重新认识

地方志的百科全书特质》、钱伟的 《史志同源等于否定方志学科》等论文，有的明显是与 “主流

派”的争鸣之作，并都在当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又如，针对早期梁启超对余绍宋 “得于

章学诚，而史识、史才则实过实斋”的评价，傅振伦便针锋相对：“梁氏之言，实属妄誉溢美之

词”。即便是对章学诚也有不同意见，如谭其骧就曾尖锐批评章学诚的传统史志观是 “迂阔之

谈，并不可取”③。来新夏也认为梁氏之研究已 “带来了一些唯章是奉的不良后果，影响了对新

方志学建立的进程”④。２００７年，刘其奎更是发文直接点名批评已出版的方志论著⑤，等等。这
都反映了方志界百家争鸣的环境氛围和实事求是的文风学风。

五是始终致力于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活力之源。特别进入新时期以来，方志学界既注重继承传

统，但又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可以说每一时期都有开拓之举，每一领域都有创新之见。例

如，志界长期以来就 “述而不论 （作）”抑或 “述而又论 （作）”所开展的学术争鸣，魏桥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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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第１版。
林衍经：《略论新方志学及其建设》，《中国地方志》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８页。
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参见刘其奎： 《编修地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兼对 〈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 《学术界》

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纪初 《关于 “详今略古”和 “详今明古”》的思辨等，都是十分典型之例。还有，近年来借鉴

新兴学科 （包括国外以至西方史学等学科的有益经验）所开展的有关研究也十分引人瞩目，如

张英聘的 《口述史视野下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趋向》、赵明明等的 《全国地方志微信公众号发展

述评》、王丹林的 《影像史学的新实践———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周维的 《“互联网＋”
背景下地方志网站现状及创新发展探析》、沈萌微的 《论 “地方志 ＋ＧＩＳ———地方志开发利用的
新方式”》等，都使人感受到十分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创新意识。

７０年的发展成就无须置疑，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且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一方面，
由于受历史以来各种因素的种种限制，与修志实践相比，方志学一向相对较弱，“方志无学”始

终是少数学人的偏见，一度 （甚至至今不同程度上）似乎还是志界挥之不去的阴影。所呈现的

成果 （包括本文所提及部分）形式上大多为论文，从数量看可谓汗牛充栋。即使是著作，也多

集中于方志编纂理论和方法，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总体上看，“低坡缓丘”不少，“高峰

高原”不多，相对还缺乏 “深耕细作”的精品，更缺乏成系列且具有厚重度的力作。为此，邱

新立早就指出：“方志学发展到２０世纪末期，从纵的方面来说是硕果累累，但从横的方面来说，
和其他科学相比较，无可否认又是先天不足的孱弱身驱，不定的概念、不定的科学性质和不定的

科学地位，都为后来者留下了难解之题。”① 这个问题实际直到今天也未得以很好解决。另一方

面，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大大强化了方志工作的行政职能，这是推动事业发展

的根本原因和重要保证，这个原则没有错，这个方向也不能变。但由于受人员普遍 “参公”等

因素影响，全国方志系统在处理方志行政和业务多重属性的关系上，还存在畸轻畸重的偏向。客

观上行政单位和 “参公”人员在享受的科研政策上不如高校等科研单位，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同时高校科研单位人员参与方志研究的面还不广，再加上第一轮修志因而全国方志系统人才青黄

不接的断层现象仍较为严重 （有人甚至诟病第二轮修志质量反而不如第一轮，原因也在于此）。

这个问题在第二轮修志即将结束时非但未见缓解，反而有发展之势。这是制约全国方志学术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对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全国方志学术的发展过程及问题，陈野、梅森等也都

有专文分析②，具体不再一一述及。

从未来发展看，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宜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发展

进程。

首先，一定要 “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③，这是方志学术研究的根本遵

循。一方面，从学科属性看，由于方志学从属于史学，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 “历史研究是一切

社会科学的基础”，而被列宁视为 “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是历史研究的

根本遵循。“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而且

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内容。”④ 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

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⑤。特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陈伯达的 “厚今薄古”观，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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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邱新立：《方志学：它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中国地方志协会

２００４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参见陈野、梅森等载于 《中国方志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的相关论文，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习近平同志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２日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宁地委办 〔１９８９〕５２号文）。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力作》，《光明日报》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第１３版。
《习近平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８日。



开放初围绕 “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论争①，包括长期以来方志界围绕一些重大问题所开

展的学术论争，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都启示我们：这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更关系学

术的重大导向和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另一方面，方志学术研究之所以应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

南，还与地方志书自身的特殊规律紧密相关。志书 （尤其是贯通古今的 “通志”）上限一般起

于历史发端，下限止于当代，所记载的历史往往长达数千年。其跨度之宽，容量之大，历史之

漫长，关系之复杂，如果没有一种指导思想统揽全局，很难定位。由于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②，而不仅仅是指导某一

具体阶段的理论和探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方法，因而它对方志学术研究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指

导意义。

其次，要善于科学把握大局，妥善处理方志行政与学术业务间的辩证关系。笔者以为，在整

个地方志事业大格局中，以志鉴史编纂为主体的业务工作是我们的 “立足之基”，坚持依法修志

治志的行政职能是我们的 “发展之本”，而学科建设及相应的机制建设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 “活

力之源”。三者是 “一体两翼”的有机整体，不可偏废。就目前特别是学科建设来看，尤需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处理好 “发展之本”和 “活力之源”的 “两翼”关系，使之相辅相成，互动

促进，这也是反过来有效推进 “一体”的根本之策。

最后，要坚持守正创新，力求在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建设上作文章、下功夫。特别即将召开

的全国第六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和即将开始的全国第三轮大规模修志工作都是方志学发展的有利契

机，要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就如何 “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总要求③，进一步拓宽视野，解放思想，

加大学术研究力度，加快学科建设进程。具体既要作长远规划，也要抓当务之急，分层次循序渐

进。如可继续用好学术年会、专题论坛等平台载体，进一步增强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和方志文化

的传播影响力；可继续通过高校科研单位，以举办普及性的培训班、高层次的研修班及联合培养

研究生等方式，多渠道大规模培养适应事业发展的各方面人才；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历

史研究院等平台优势，积极主动参与或以联办活动等方式加快融合一体化步伐，争取在其支持下

早日在学科建设上实现突破；还可通过定期开展方志学术成果评奖、 “十佳学术领军人物”评

选、中青年学术人才梯队建设和利用方志出版社等平台资助出版学者专著文集等方式，造就一支

覆盖各年龄段、各分支领域的学术骨干队伍，以带动整个方志学术事业的发展，等等。总之，通

过不懈努力，力求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地方志学术体系更趋完善，使学科建设不断上新台

阶，出新水平。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５１“志”存高远：新中国方志学术７０年

①

②
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梁寒冰、朱士嘉等提出建立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倡议后，在方志界引起热烈反响。之

后，以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不妥》等文章为代表，部分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但刘光禄、刘柏

修、徐振田等更多学者则据理力争，强调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一样，是一个学科的总

体概念，当代方志学 “应该而且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后学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共识。

《习近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央视网”。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第１版。


